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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先师渡海来：长崎圣堂与中日文化交流
张 　　　　哲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Nagasaki and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
ZHANG Zhe
The Nagasaki seido was a famous Confucian temple in Edo era.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archives left by the Nagasaki seido in the Nagasaki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t took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merchants from China not only regularly attended the Sacrifice 
to Confucius at Nagasaki seido, but also continuously provided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gasaki seido. The Nagasaki seido was the Confucian holy land for the Japanese, 
also was the spiritual temple for the merchants staying in Nag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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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七世纪中期，正当中国经历翻天覆地的明清鼎革，隔海相望的日本已经开启了繁盛的江户时代。明
朝大厦将倾之际，日本为明朝遗民提供了避风港湾，多数明遗民来到长崎避难。有清一代，长崎不仅是日
本与中国贸易的唯一口岸，也是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江户时代初期，随着儒学的兴盛，地方大名开始设立藩校，儒学者亦开始设立学塾，聚众讲学。长崎
圣堂始建于正保四年（1647年），是这一时期较早建立的学校，长崎圣堂不仅是江户时代长崎具有代表的学
问所，同时，也在中日的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有关于长崎圣堂的研究多侧重于向井氏与长崎圣堂的功能研究，但是多忽略了居留在长崎的中国商
人对长崎圣堂发展与建设的研究，1）本文着重点在于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探究中国商人对长崎圣堂发
1 ）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薮田贯、若木太一《长崎圣堂祭酒日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0年）；徐兴庆〈向井元
升家与长崎圣堂儒学的发展〉，（《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2014年），156-165页；王振忠〈十九世纪的清日贸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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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　向井氏与长崎圣堂的创建
　　长崎圣堂的创始者向井元升（1609-1677年），江户初期儒医，原籍肥前神埼郡。九岁时随父至长崎，
自幼学习儒学。正保四年（1647年），向井元升向当时的长崎奉行马场三郎左卫门建议设立学校。在得到同
意后，于长崎的东上町创建孔子庙（圣堂）与学舍。因其地处立山之上，所以亦称为立山书院，学校由向
井元升亲自担任讲师授徒讲学。立山书院时期，孔子堂只有两间瓦葺的房子，“甚陋隘而庙貌之设不中仪
式，仅存其名耳。”2）其时所设学塾名为“向井社学辅仁堂”，面向普通民众开放。
　　1658年之后，向井元升移住京都行医。向井元升离开长崎之后，宽文三年（1663年）立山书院在大火
中付之一炬。
　　宽文十二年，儒者南部草寿游学于长崎，延宝四年（1676年）长崎奉行所在立山上复建学校，于是招
聘南部草寿为祭酒，担任学塾讲师。南部草寿担任祭酒时期，长崎圣堂学徒日盛。延宝七年，南部草寿因
病辞职，归京都。
　　延宝八年（1680年）向井元升第三子向井元成（1656-1727年）自京都归长崎之后，接替南部草寿的职
位，担任圣堂祭酒。后因他核查违禁书籍有功，又被聘任为幕府长崎奉行“书物改”一职，主要负责对输
入日本的书籍制作目录，尤其是对其中涉及基督教的禁书进行检查，向幕府报告查禁检阅情况，因此有机
会广泛接触来长崎贸易的商人。
　　宝永七年（1710年），长崎奉行认为长崎圣堂所在地空间狭隘，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学生学习需
要。于是出资将长崎圣堂从旧址迁移到长崎的旧铸钱所迹。
　　翌年，正徳元年（1711年）八月新的圣堂建成，“新作庙宫而崇大之，有庭坛有讲堂，百器具备”3），迁
移之后圣堂的整体面积得到扩大。因处于中岛川沿岸，也称之为中岛圣堂。享保三年（1718年），长崎奉行
所特拨资金购买民田，以作为长崎圣堂的学田，赐廪饩以供养生徒与祭祀。直到明治初年，废除藩校，其
中有八代祭酒酒都由向井氏所担任。
　　明治四年（1871年）废校之时，长崎圣堂的杏坛门与大成殿依然保存完好。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
为便于保存，将圣堂遗留建筑迁移到与之有着相当渊源的兴福寺之内4）。随之，长崎圣堂所藏的文物转交长
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5）。由此，作为江户时代长崎儒学象征的长崎圣堂尘封进历史之中。
长崎圣堂祭酒的日常生活―以「向井闲斋日乘」为中心〉，（《亚洲区域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认识》，2018年），179-236
页。
2 ）	朝仓元礼<孔子堂记>，（《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2页。
3 ）	朝仓元礼<孔子堂记>，（《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2页。
4 ）	三江会所指的是由浙江、江苏、江西省赴长崎的商人所建立的商会组织，兴福寺主要为三江会所捐资兴建。同样，在
长崎圣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主要资助者也为来自三江会所的商人。
5 ）	圣堂文库资料原本现藏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也有复印本，请求记号6170.93-10，本文中所使
用的圣堂文库资料来源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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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长崎圣堂与中国商人
1　长崎圣堂的建立、发展与中国商人
　　长崎是江户幕府的直辖地，在岛原、天草之乱之后，宽永十六年（1638年）幕府开始对海外的宗教与
信息的流入，进行严格的审查与限制。据记载，长崎圣堂的开基之祖向井元升亦曾参与长崎奉行所的书籍
审查活动，这可能出于其对当时西方的了解和儒学的造诣，以及自身与幕府相同思想的立场。
　　长崎圣堂的创建，可以说与当时长崎地区的宗教思想发展局势有密切的关系。向井元升创立长崎圣堂
学塾之后，当时的明人郑滋曾为其作《向井堂记》，其文曰：“有向井轩松者，近筑辅仁堂，思欲以作圣之
基，而施有恒之术，余欣然良久。夫当异端充塞之后，人惑于玄空，家迷于幻化，率天下于无父无君者，
比比矣。向井氏何人，独能讲述古圣，虽未敢佞其继往何如，开来何如，然亦守先待后之遗意，正人心而
息邪说者也。”6）
　　文中所言及的“异端充塞”，当指的是当时的长崎基督教传播广泛，信奉佛教的信徒很多，以至于出现
“率天下于无父无君”的情况，而此时向井元升建立传播儒学的学塾，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正人心，息邪
说”。
　　向井元升其父祖乃奉神道系，而他学问的养成是在长崎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形成。如他的身份是儒医，
就医学而言，其曾向来航的中国人与荷兰人学习中西医。其所宗为程朱理学，却并无师承，乃自学而成，
从其明历元年（1655年）所撰《知耻篇》可以看出，他是站在神儒一致的立场上对当时长崎流行的黄檗宗
与基督教进行批判7）。
　　从《向井堂记》一文来看，郑滋对向井元升能够弘扬儒道圣化以正人心的行为表示赞扬，但是他对向
井氏是否能扭转长崎当时的宗教思想局面则表示担忧。而事实上，确如郑滋所料，向井元升于1658年，移
居京都之后，长崎圣堂从此一蹶不振。
　　明清易代，清朝占领中原之后，为了孤立在台湾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宣布对沿海进行海禁，一直到康
熙二十三年（1684年）随着台湾的收复，才逐渐开放海禁，赴长崎的中国商人逐渐增多。
　　而此时自京都回到长崎的向井元成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向井元成担任书物改一职，负责对清朝商
人所运载至长崎售卖的书籍进行审查，所有书籍必须经过向井元成的检查方能通过，更为重要的是，商人
赴长崎贸易许可证件“信牌”，也由向井元成负责核准发放；另一方面作为长崎圣堂的祭酒，其主要研究和
授读的是中国儒家典籍，圣堂中所奉祀的是中国的圣贤，所以当时远道而来，身处异地的中国商人可以此
为通道与向井元成建立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建立对长崎圣堂的建设与发展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
　　随着中日贸易关系的展开，长崎圣堂与向井氏也为不少的清朝知识人所知。如清人吴应棻所撰《向井
元成公七十寿序》称赞：“不意海外之国乃克有此，询之，知为向君之特创。盖国中初无圣庙，教授亦无专
司，有之自君始。君笃学好古，身体力行，虽不通中古语言，国人甚敬礼之，且秉性方严，卓有师范，布
衣蔬食，以身为教，国民及远方从游者，经其指授皆矩度，斯文振兴，正未有艾，夫圣教之行，我道之幸
6 ）	郑滋<向井堂记>，（《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0-31页。
7 ）	菰口治<向井元升の「知恥篇」素描：神道・仏教・キリシタン観>，（《中国哲学論集》第19号，1993年），5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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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君之功，抑何伟欤！”8）
　　又据雍正年间负责官办铜商事务的苏州知府童华所撰《长崎纪闻》记载，“有至圣先师庙、大成殿、明
伦堂、棂星门规模全仿中国，而精丽过之。先师四配十哲七十二贤牌位皆由内地录写，至彼以洋漆描金装
成之。盖唐人初至倭时，教之立庙也，其将军王家俱在棂星门外行礼，叩头至地，以脚底反向上为敬。”9）
　　乾隆年间汪鹏所撰《袖海编》记载：“圣庙之建自康熙五十年间始，释奠视中华俎豆，仪文略如其制，
有司铎之官称为圣庙先生，年例仲春上丁唐人诣庙致祭。司铎者为具酒馔以供，奠庭不广而规模整肃，门
前涧水一道环绕西流，朝向坐山天成格局，东国远夷能知敬仰若是。”10）
　　吴应棻与童华两人并未曾到过长崎，只是在回国的中国商人口中获知长崎圣堂的消息，汪鹏则是亲身
驻留长崎，耳闻目见。此时的长崎圣堂已经成为时人口耳相传的佳话，中华文化在外传播的见证，影响着
时人对日本的印象，而这些知识和信息，都是经由赴长崎的中国商人口中获得。
　　中国商人对长崎圣堂的维持，首先体现在物资方面的支持，如享保二十年（1735年），唐通事会所捐纳
圣庙修理费用，其中丑二十六号船与二十八号船分别捐纳氷砂糖五百斤，文政十三年（1830年）中国商客
献纳圣堂白糖达两万斤。根据相关的统计，仅文政四年（1821年）至天保十二年（1841年）自长崎入港的
清朝商人计有一百五十只船向圣堂献纳供物11）。除了商品实物的献纳，还有实际金钱的献纳。如长崎历史文
化博物馆圣堂文库所藏资料中，有一份名为《大成至圣先师己亥秋祭捐金目录》的资料，详细记载了每逢
释菜祭祀在长崎的中国商人所献纳的“助金”单子。可见，长崎圣堂的运营费用中中国商人所献纳的物资
占很大比重。
表一　中国商人献纳长崎圣堂助金表12）
时间 捐助方 捐助金额
己亥秋祭 三江公所 敬助金五两 正当交
丙子春祭 三江会所 敬助金五两 正当交
秋祭 三江会所 敬祝金五两正当 付
丁丑春祭 三公（江）会所 敬祝金五两 当交
秋祭 三江会所 敬祝金五两　当交
戊寅春祭 三江会所 敬祝金五两 当交
戊寅秋祭 三江会所 敬祝金 五元 当交
　　其次是中国商人对长崎圣堂建设的关心和援助。现存的长崎圣堂的匾额与楹联，自创建之初，圣堂建
筑中的杏坛门、明伦堂、大成殿、崇圣祠匾额，到各建筑两侧的楹联，大多为中国商人所题。1761、1842
年长崎圣堂改新修复之后，又多次重新请中国文人题写匾额。在所题匾额与对联的文意中，透露出长崎与
8 ）	大田南亩《琼浦遗佩》卷下，（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请求记号：寄别15-12）。
9 ）	童华《童氏杂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9册，1998年），799页。
10）	汪鹏《袖海编》，（《丛书集成续编》第224册，1988年），462页。
11）	长崎县史编纂委员会《长崎县史·对外交涉编》，（吉川弘文馆，1986年），661页。
12）	此处引文据东京大学影印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圣堂文库资料誊录，该份资料名为己亥秋祭捐金，但实际所记载不止己
亥秋祭，详参《大成至圣先师乙亥秋祭捐金目録》，圣堂文库史料第 7 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请求记号：6170.9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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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间文化上的同源关系，寄予着中国商人对长崎圣堂兴盛的期望。
表二　长崎圣堂所题匾额与楹联统计表13）
匾额位置与内容 题名 时间
圣庙・额［先师庙］ 不明 不明
明伦堂·额［明伦堂］ 沈涵 不明
明伦堂·联［吟坛载启争承尼父渊源·讲幄宏开群仰海邦领袖］ 沈陶 不明
圣堂·联［集大成德超群圣·仰弥高道配上天］ 不明 不明
杏坛门・额［万仞宫墙］ 云间顾孝先敬书 乾隆辛巳孟春
杏坛门・联［万世文章祖·历代帝王师］ 顾孝先笔 乾隆26年（1761年）
杏坛门·文［大学章句一节］ 吕华笔 不明
圣庙・联［庙貌森然蓬海肃陈俎豆·仪范卓尔崎山尊视衣冠］ 顾孝先书 乾隆26年（1761年）
圣庙·额［万世师表］ 元和县文学士韩曜 道光19年（1839年）
杏坛门・联［万世文章祖·历代帝王师］ 韓曜书 道光19年（1839年）
圣庙・联［庙貌森然蓬海肃陈俎豆·仪范卓尔崎山尊视衣冠］ 韓曜书 道光19年（1839年）
圣堂・联［振铎偏遐陬人子主恩君臣主敬入极士以五伦岂隹华夓·乘桴□□□
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圣教训于四海莫不尊亲］
王元珍书　 道光23年（1843年）
圣堂・联［风雨盛防山上遡水源昭式穀·豆笾分阙里新开庙貌峙扶桑］ 王元珍书 道光24年（1844年）
圣堂・联「子臣弟友教以人伦东海而遥其义一其揆一·忠孝节廉学于古训普天
下之此心同此理同」
王元珍书 道光23年（1843年）
崇圣祠・额［崇圣祠］ 王多益书　 道光25年（1845年）
崇圣祠・额［惟圣生圣］ 王多益书 道光25年（1845年）
圣堂・联［恒久无疆·晋丰大有］ 不明 不明
　　从以上两份资料显示，在长崎圣堂发展的中后期捐献助金的主要为当时长崎中国商人组织三江会所，
现存的长崎圣堂的匾额与楹联中，自杏坛门、明伦堂、大成殿、崇圣祠匾额，到两侧楹联，也多出身于江
浙地区的文（商）人所题写。可见来自三江会所的中国浙江地区的商人与长崎圣堂关系尤其密切，是长崎
圣堂发展过程中主要的资助者。
2　长崎圣堂的祭祀与中国商人
　　长崎圣堂在日常的讲学活动之外，祭祀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学者对长崎圣堂的释菜与中国商人赴圣
堂拜庙的具体历史有所关注14），但是中国商人不仅参与长崎圣堂的拜庙祭祀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崎
圣堂的礼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商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向井元成担任祭酒时期，正值长崎圣堂的再兴。长崎圣堂于正德元年（1711年）迁居新地之后，才开
13）	本表根据以下资料制作：広川獬《长崎闻见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请求记号：ヲ06 01185）；长崎市编《长崎
市史地志篇》，（长崎市，1967年），579-580页；平岡隆二，《长崎圣堂の世界》，（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平岡研究室，2016
年）。
14）	王振忠先生通过对长崎祭酒日记的研究，考察了中国商人谒庙的详细历史与过程，详参王振忠<十九世纪的清日贸易
与长崎圣堂祭酒的日常生活―以「向井闲斋日乘」为中心 >，（《亚洲区域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认识》，2018年），
179-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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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行释菜之礼的记载15）。正德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自旧地迁居新庙，首次行释菜之礼。据记载，在初行释菜
礼之时只是表演能乐，使用囃子五番的能乐，可见当时的祭祀具有日本本土风格。
　　根据记载，可知当时的建筑格局主要包含圣庙与明伦堂两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向井氏私人的生活空间，
其中圣庙包含大成殿、杏坛门、棂星门，明伦堂则包含明伦堂、学寮、书库，可见长崎圣堂是庙学合一的
儒家学校体系16）。这一建筑格局应该是参考中国孔庙的建筑格局而成。
　　迁庙之后，清商纷纷寄赠祭祀物品，如孔子木主与铜像，以及四配七十二贤木主，以及祭祀礼乐器，
都是清商从中国带来献纳于长崎圣堂。这些清朝风格的祭器，与当时日本其他地区藩校的祭祀器物风格不
同。
　　至第五代祭酒向井元仲（1712-1789年）时，长崎圣堂进入发展的中兴期。这一时期长崎圣堂的发展与
来自浙江的沈燮庵关系密切。沈燮庵，名丙（炳），字灯帷，号燮庵，生于浙江杭州，岁贡生。享保十二年
（1727年）东渡日本，居于长崎唐馆，1731年回国，幕府奖励白银50两和准许通商贸易信牌一块。因其学识
渊博，当时不少日本儒士向他请教，在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17）。
　　沈燮庵曾为长崎圣堂作《长崎孔夫子庙记》，其文曰：
“闻之武偃文修，同风炳告，礼明乐备，倬汉昭然。际熙皞而遇时雍，世轶唐虞而上，由塾庠而序，学
人追邹鲁之风。尧舜汤文武以来，孔子之见闻有自。汉唐宋元明以后，朝廷之尊礼弥加，重四字之王
言，瞻万世之师表。如纶如綍则日丽宫墙，式玉式金则泽流泮辟，不但通都大邑俱隆祭享之仪，凡夫
僻壤遐陬，亦奉春秋之祀。况扶桑为尚文之国，而崎阳乃好古之乡。敦诗说礼，宁殊唐俗风流；秀外
惠中，不让中州儒雅。若向井氏元升先生，尤为钟灵之杰士。而令嗣元成先生更称象贤之肖子，追崇
圣学，愿设黉宫。无如创造于正保丁亥，忽罹祝融之灾，重兴于延宝丙辰。又虑规模之狭，幸遇六镇
台捐资发帑，开拓弘基。一学博元成先生鸠工度材，经营巍宇，而且众既和会，乃尽忘其劳。今元成
先生令孙元仲世兄，礼出名家，自恂恂之粹品；光观上国，为蔼蔼之吉人。理有疑难，必折衷于巨手；
事无巨细，悉筹运以实心。盖元成先生贻厥孙谋，而元仲世兄绳其祖武矣。”18）
　　在此文中，沈燮庵对向井氏一门追崇圣学，创设黉宫的历史进行追溯，对向井元仲能够绳其祖武之举
深表钦佩，认为向井氏之功将“百年之后，继起无穷”。
　　根据史料记载，沈燮庵停留长崎期间，曾为长崎圣堂重订释菜礼仪。沈燮庵所定的释菜礼仪如何，因
为史料的缺失，已难获知。但是现在可以从文化十五年（1818年）所留存的《释菜礼役》可一窥其风采。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释菜礼役》中担当仪式之役总共分为二十五类，根据其礼仪分析可知，整个释菜
仪式分为以下顺序：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分献、读祝、送神、撤馔、焚帛祝，执行整个仪式
流程一共需要二十余人。其中献官行三跪九叩之礼，是模仿清代祀孔礼仪而制定。又据《陈设式》中所陈
15）	据《长崎古今集览》记载：宝永七年，镇官平信就始行释菜之典。详参松浦东溪《长崎古今集览》上卷，（《长崎文献
丛书》，1976年），458页。
16）	长崎市史編さん委員会《新长崎市史（近世编）》，（长崎市，2012年），746页。
17）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99-114页。
18）	沈燮庵〈长崎孔夫子庙记〉，（《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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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器为：八笾，八豆，三爵，两簠，两簋，一登，一铏，三牲，爵二十，登二十19）。
表三　《释菜礼役・陈设式》与《琼浦偶笔》“陈设之品”对照表20）
《释菜礼役》记载“陈设式” 《琼浦偶笔》记载“陈设之品”
帛：白绢一丈二尺 帛用白绢丈二尺
三爵：盛酒 三献之爵，古色可掬
铏：和羹，豕之角煎 盛和羹于铏，豚胔也
登：太羹，鸡之酒煎 盛大羹于登，翰音也
二簠：黍、稷；二簋：稻、梁 黍稷二簠，稻梁二簠，亦皆铜造古器也
八笾：榛代、麦代、芡代、鹿醢代、形塷、藁鱼、枣、栗 八笾则形塷藻鱼鹿酺及枣栗榛黄麦，以榧充榛，麦则银杏
八豆：韭、葅、醯醢代、菁葅、鹿脯代小鸟、芹葅、兔醢代
鸡卵、笋葅、鱼醢代
八豆则韭菁琴筝之葅，及鱼醢
三牲：羊代マクチ、牛代鲷、豚代雉 如夫麈醢兔薤豚胉之三牲。亦皆鸟鱼以充焉
二十登：各盛豚之角煎；二十爵：各盛酒 两边之长坛，簠簋笾豆亦各有献爵
　　安永四年（1775年）江户林氏家塾讲官平泽元恺（1733-1791年）游历至长崎，恰逢长崎圣堂行释菜之
礼，平泽元恺亲自参与其中。在平泽元恺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祭祀的情形：
“乙未仲春长崎圣堂行释菜之礼，镇台令元恺上香焉，庙在府城东边，距府舍数里矣。既至门，主人立
侍门左，庙门有两掖，入自西掖门，堂大仅数丈，甃地铺毡，堂上有坛，圣像位焉。四配则牌，十哲
之牌挂列左右壁上。
　　坛前复坛以为桌，洁肥俱陈。余上堂一叩头，桌前上香毕。乃入向氏辅仁堂饮食焉，皆故事也。
陈设之品，帛用白绢丈二尺，三献之爵，古色可掬。盛和羹于铏，豚胔也。盛大羹于登，翰音也。黍
稷二簠，稻梁二簠，亦皆铜造古器也。八笾则形塷藻鱼鹿酺及枣栗榛黄麦，以榧充榛，麦则银杏，八
豆则韭菁琴筝之葅，及鱼醢，如夫麈醢兔薤豚胉之三牲。亦皆鸟鱼以充焉。两边之长坛，簠簋笾豆亦
各有献爵。
　　执事者视烛一名 ，清道前驱二名，掌仪一名，赞二名，开垂帐二名，迎送者一名，尊帛一名，司
奠二名，传供二名，祝一名，分奠二名。三献奠彻，则主人向兼美掌焉。礼毕之后，余往，故鸳鹭之
仪，不及视之。
　　每门有联额，门扇大书《大学》首章，“万世师表”之匾，则乾隆帝宸笔云，因请摹之，并古器数
品图于兹。”21）
19）	〈释菜礼役〉〈陈设式〉，（《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29-30页。
20）	《释菜礼役·陈设式》与《琼浦偶笔》“陈设之品”所记载皆有错舛之处，为尊重原著，文字照录。
21）	平则元恺《琼浦偶笔》，（《海表丛书》第六卷，成山堂书店，1985年），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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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载了整个仪式中的执役者与陈设的祭器祭品名目，基本与前述《释菜礼役》、
《陈设式》的记载相同。对于长崎圣堂的祭器，他认为“长崎圣庙祭器与国学所用大不同，故略制图以问中
土当时所用者”，向当时在长崎的中国人交谈询问，“对曰，所图大略相似，然近见祭器所陈者，俱无上盖，
均以帛覆之，未知果合古制否？”22）从这段记述中，可知源自于中国商人的献纳长崎圣堂的祭器与江户时代
其他藩校孔庙中祭器样式大不相同，平泽元恺得以在长崎一窥中华礼器之风貌。
　　正德二年，长崎圣堂行释菜之礼，在长崎中国商人提出参与祭拜之愿望，这一申请得到长崎奉行的允
许23）。从此每年值释菜之际，在长崎之清商人前来参拜，行三跪九拜之礼。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商人赴长崎
圣堂谒庙九拜式也由沈燮庵所定。长崎圣堂九拜式，其仪式如下：排班－整衣－跪－叩首－再叩首－三叩
首－起－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退罢24）。
22）	平则元恺《琼浦偶笔》，（《海表丛书》第六卷，成山堂书店，1985年），37页。
23）	松浦东溪〈长崎古今集览·圣堂〉，（《长崎文献丛书》，长崎文献社，1976年），458页。
24）	〈唐人圣庙三跪九叩头拜式〉，（《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29页。
《瓊浦偶筆》所绘长崎圣堂祭器，原物现藏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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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俗纪闻》卷五・闾学，中川忠英辑。石崎融思画，1799年
　　在馆的唐人一般在长崎释菜三四日之后谒庙行三跪九叩之拜礼，该谒庙之礼自正德二年一直未曾断
绝。拜庙之后，向井氏一般都会于圣堂之内以酒馔款待，而谒庙的商人也会献纳助金以作回报25）。
　　在1840年代之前，长崎圣堂并无崇圣祠，一直保持正德元年所建造的建筑格局。到十九世纪中期，在
中国商人王元珍的影响下，长崎圣堂的修建和规划格局发生了变化。
　　王元珍，号梅庵，钱塘人，杭州府学明经博士。根据松浦章先生推断其祖父是官办铜商王履阶、或者
王日桂26）。
　　王氏一家自王履阶、王日桂开始被选为官商，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王履阶之名，在当时闻名于日本，
其于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之后，由其弟王日桂继承其业。二王之后，王宇安接手，后于道光十九（1839
年）年让出官商之位。
　　又根据陈振濂先生所发见的道光戊戌年间（1838年）王元珍与日本友人藤斋拙堂等人所酬唱的诗词中
有“昔闻宗老历蓬莱”一句，王元珍自注曰：“从祖云轩先生东游，曾亲见蓬莱之胜。”27）可知王元珍自称其
从祖号云轩，按王履阶与王日桂皆为办铜之官商，且为兄弟，王履阶为长。以此推论，王元珍的祖父应为
王履阶。
　　从王元珍与友人酬唱的诗文来看，在担任官商之前，王元珍已经有过东渡长崎的经历。日本友人认为
王元珍诗才清绝，为钱塘三大家之一。王元珍后因久试不第，不得已才东渡经商，接手其祖上之业，于道
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咸丰十年（1860年），担任办铜的官商。
　　王元珍赴日期间，正值向井兼哲（1792-1867年）担任长崎圣堂第八代祭酒。向井兼哲担任祭酒期间对
圣堂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进一步地完善长崎圣堂的庙学体系。
　　根据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中所藏一份名为《中国人书简王元珍》的信件，其信件内容如下：
“重修文庙之举，攸关风教，陶育人材，极所乐从。拜观各图，具见前人刱制精心。鄙意崇圣祠似不可
25）	长崎圣堂第八代祭酒向井兼哲的日记《闲斋日乘》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详参薮田贯、若木太一《长崎圣堂祭酒日记》，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0年），51-482页。
26）	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49-150页。
27）	参见陈振濂《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66-70页。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第13号
702
少，水源木本，当溯从来。敝邦各郡邑悉建于圣殿之后，不识贵国学宫得有余地否？倘殿后地少局促，
建诸东偏。图中学寮墟一带，位置三楹，不可必如正殿之大，所费不过？贯之数。盖与当事商之，如
需增费则与子英元言之，其价过昂，国诸异日可耳。素闻配享木主次序不甚周详，兹特寄呈旧藏《释
奠考》四册，其中制度礼仪无不明备，乞细核之。至于重修碑记，须俟落成之后，方能下笔。盖修建
之期、所费之资，当详记之，以合体例也。正殿及明伦堂联额，明年夏帮一并带呈，彼时正届工竣时
矣。肃函布覆，敬颂道安，维冀蔼照。不宣。”28）
　　这是清人王元珍写给八代祭酒向井兼哲的信，写信之时正值长崎圣堂准备重修。王元珍对向井氏重修
圣堂之举十分关心，在观看向井氏所绘重修圣堂的图纸之后，他提出以下意见：
　　其一，崇圣祠不可少，这是涉及到水源木本的大问题，在信中他建议将崇圣祠建在大成殿偏东位置，
并由中国人出资援助；
　　其二，应该对配享的木主次序错乱的问题进行修正，因此他寄送自己所藏《释奠考》四册以作参考。
圣堂文库中所保存下来的一份名为《支那圣人顺位》的资料，其中对配享的次序进行详细的标注，可见王
元珍所赠送的《释奠考》一书，确实为向井氏提供了参考29）。
　　其三，在信中他允诺为重修之后的圣堂撰写碑记，并为正殿以及明伦堂等建筑题写匾额。在圣堂重修
完成之后，王元珍亲撰《重修日本长崎至圣先师庙碑记》，此碑至今矗立在兴福寺长崎圣堂遗构旁边。其文
曰：
　　粤自赫虹流玉，演图媲苍圣之功；翠凤离洙，率舞遵素王之軏。阐鸿蒙之坠绪，幽赞神明；挺象
纬之奇姿，荣镜宇宙。所以登其床者摩挲夫剑舄，入其宅者陶写乎由丝。篁炎精肇启，灵哲代兴，或
典懋大牢之祝，或乐陈六代之悬，十二旒卷衣作绘藻火焜煌，十六枝棨戟当门兰锜森卫，莫不画拱相
涂华榱交暎圆海环林竦，重阿之爽垲泮池壁沼，亘横舍之绵延。我圣清之抚有方夏也，陶钧庶品，演
廸斯文，党有庠而术有序，于论鼓钟，上为圆而下为方，既勤朴刘，丹墀青琑，上侪王者之居，玉磶
金铺，载炳焕焉之美。良以尼山振铎，洙水横琴，承道统于尧舜禹汤文武，峻德克明，广教思于易诗
书礼春秋，彝伦攸叙。言语不通，舟车所至，食毛饮血之伦，怀而思慕，凿齿雕题之域，莫不尊亲，
而况扶桑若荠，峙海表之雄，敷藻扬葩，服圣人之训者乎？
　　日本国长崎者冠盖之都，舟航所聚，九阡七陌，巩瓯脱于蓬瀛，苟史陆文，纷环络于藻府。学庭
显敞，黉校宏开，旧有汉代范铜至圣先师像一躯，当残明永历之初，为正保丁亥之次，表土圭以测景，
乃召司空散金布以庀材，特颁内帑，堂皇斯建，庙貌式瞻。上丁奏万讲堂开博士之筵，小雅肄三比舍
列学生之屋，玉斗殊衡饰象环而为佩，旍旄羽祓，麟绂以来游嗣以生徒，荟华宫室卑庳，敞环堵之宫
仅容旋马，拓广文之馆，莫慰瞻鸟恶足以隆俎豆之上仪厉诵弦之盛轨欤？夫益之象曰利用为迁，定之
诗曰，卜云其吉，二百区恢于贞观，八十斋设自元丰，于是击应门之鼛鼓，集者如云，树灵囿之枞镛
成于不日，规泗水之潆洄，璇源写壁，荫孔林之椮郁，松翠交罗，圆井葩流，方疏绮错。
28）	〈中国人书简王元珍 郑敬安敬托〉，圣堂文库史料第53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请求记号：6170.93-10。
29）	〈支那圣人顺位〉，圣堂文库史料第 1 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请求记号：6170.93-10。
不负先师渡海来：长崎圣堂与中日文化交流（张）
703
　　盖徒建于兹者，在正德纪元岁次辛卯，当我朝康熙之五十年也。无何星霜屡移，鸟鼠攸居，兔葵
燕麦，埋残鸱吻之珰，照白蟫红，坠裂鱼鳞之甃。梁木倾欹而就坏，绳枢朽腐以徒存，将鲁国灵光，
顿失翚飞之耸，而接舆狂士弥伤凤德之衰。元珍名隶胶庠，职司筦摧采铜供泉府之需，奉诏达沧溟以
外，雨檝风樯，梦游琼浦，文犀大贝，神往宝山，虽测海未娴乎亲历，而披图每得自伻来。玉振金声，
知声教讫于四海，琼思瑶想，实景行切乎高山。岂有参天雨地，八埏荷其恲蒙。而令上雨旁风，一亩
沦于瓦砾。爰嘅鸟革之摧颓，亟命鸠工而相度，因奉祀向井子哲而集事焉。始自壬寅，迄乎癸卯，精
卢重构，均校维新。畚挶初陈，土缶验羵羊之异，茅茨既剪，石弩占隼鹗之祥。繍栋凌霞，丹甍焕日。
复于大成殿后创建崇圣祠三楹，水源木本，感风雨于防山，春露秋霜，溯粥饘于铭鼎，所以体追远之
意，崇报功之典。嗟乎，广桑山远，携杖逍遥，古杏坛高，刬舶杳霭，写殷忧于击磬，会从入海阳襄，
酬昔梦于乘桴何籍，问津沮溺缩地无方。我愧升堂之弟子，观澜有术，相期习礼之诸生。
　　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岁次甲辰冬十月谷旦，浙江杭州府学明经博士王元珍撰并书
	 大日本弘化二年岁次己巳春正月谷旦泐30）
　　根据王元珍所撰碑文可知，长崎圣堂的修建“始自壬寅（1842年）迄乎癸卯（1843年）”，而此碑文撰
写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碑刻立于日本弘化四年（1848年）。
　　在长崎圣堂修建的过程中，天保十三年（1842年），大儒广濑淡窗（1782-1856年）于是年十一月四日
参拜长崎圣堂，记下所见情景：
“四日往イテ聖堂ニ謁ス。聖堂ノ助教長川彥次郎、其門人栗崎道意ヲシテ來リ迎へシム。是日雨降
リ、途濘ス。輿ニ乘シテ出ツ。門生ヨリシテ來客ニ及フアテ。從行スル者十餘人ナリ。學館ニ達ス。
彥次郎及ヒ向井政次郎出テ、見ユ、政次郎ハ教授ナリ。向井世世館政ヲ掌レリ。長川導イテ聖堂ニ
入ル。聖像及ヒ四配七十子ノ木主ヲ拜ス。聖像ハ明代ノ製ナリ、木主ハ清朝ノ作ナリ。廟ノ內外、
匾額及ヒ聯ノ類極メテ多シ、皆清人ノ書ナリ。
　　講堂ヲ觀ル、向井氏茶ヲ供セル、時ニ講堂再造アリ。經營未タ全カラス。向井曰ハク新尹學ヲ
重ンセラル、館ニ來リ。學政ヲ見玉ハントテ。經營ノ事ヲ頻ニ促シ玉へリトソ。聖堂ノ外ニ門アリ、
側ニ小門アリ。人皆小門ヨリ出入ス、大尹來リ玉フ時モ。本門ヲ開クコトハ無シト云へリ。由長川
カ家ニ至リ、聖堂拜謁、其力ヲ假ルコトヲ謝ス、長川初ハ簠簋籩豆ノ類ヲ出シ示サント約セシカト
モ。當時經營ノ事アルニ因リテ。深ク封シテ土藏ノ中ニアル由ニテ、見ルコトヲ得サリシナリ。”31）
　　广濑淡窗所记载的长崎圣堂建筑与平泽元恺所见基本一致，其中对于圣堂内外所悬挂的清人所题写众
多的匾额楹联，印象深刻。广濑淡窗本计划观赏长崎圣堂的祭器，可惜当时正值长崎圣堂进行修建工程，
30）	王元珍〈重修日本长崎至圣先师庙碑〉，（《长崎市史地志篇》，1967年），575-577页。此书所著录碑文，多有错讹，笔
者对比原碑文作部分校正。该碑文撰写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立碑于弘化 4 年（1848），今碑文漫漶不清，部分已
经难以辨识。
31）	广瀬淡窗《怀旧楼日记》天保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淡窗全集》上卷，日田郡教育会，1926年），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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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器深封于土藏之中，因此广濑淡窗叹息无缘得见圣堂之祭器。
　　圣堂修建之后，首先是增加祭祀的空间―崇圣祠，王元珍亲自为其题写匾额。祠内供奉人物制度一
遵中国之制。崇圣祠的建立是出于王元珍所建议，他认为水源本木，应该明圣人之所从来。长崎圣堂所建
崇圣祠是江户时代日本唯一一所建立崇圣祠的学校，显示出中国文化对长崎的影响之大。弘化二年（1845
年）中国商人将崇圣祠所用木主、匾额、祭器等携来长崎，献纳于长崎圣堂，此年与圣堂一起，以释菜之
礼奉祀崇圣祠32）。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全盘西化，全国各个藩校孔子庙也被全部废
除。明治四年（1871年），长崎圣堂也被废除，归向井家所私有。
　　余瓗（1834-1914年），号元眉，广东新宁人，辛酉（1861年）补戊午（1858年）科举人，后遵例捐内
阁中书，同治四年（1865年）到阁。余瓗受到熟悉洋务的重臣沈桂芬的推荐，然后由驻日公使何如璋奏请
随同出使日本。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余瓗随第一届驻日使团来到日本。因日本各通商口岸中国商民请
求设官保护,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何如璋派遣余瓗担任长崎领事。余瓗于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
月结束第二次长崎领事的任职33）。余瓗在长崎的这六年多时间里，也曾亲自谒拜长崎圣堂，行释奠之礼，并
出资修补已经荒废的长崎圣堂。
　　在余瓗所撰《重修崎阳先师孔子庙碑》详细记载其事：
“大清光绪三年，天子命使臣来东与大日本国修好，越明年戊寅夏六月瓗以理事官之命来驻长崎，又明
年二月上丁，率僚友士商诣钱溪孔子庙，修释奠之礼，将以宣扬圣教，甚盛举也。然而颓垣折桷，庙
貌无光，余甚慨之，庚辰冬，乃庀材鸠工，自宫墙内外以至于大成殿及崇圣祠焕然一新，而规模仍旧，
盖因长崎前汉学教授向井达夫之请，而瓗与僚友士商集资助之也。
　　余考崎阳圣庙阅二百三十余年矣，创之者寔向井元升君，先在东上町，建庙一区，后有元成君者
以地狭隘更迁今所者，人亦详记之。前乎此者大小修理不暇枚举，又增建崇圣祠及讲堂。祭器库，皆
得唐馆船商之助，相与有成。
　　嗟夫，孔子之道同符覆载，师表人伦固无远弗届者欤，我两国素称同文之邦，长崎尤属比邻，士
俗所超彼此无异，其瞻仰圣庙不分畛域也。固宜。虽然向井氏世掌祀事，昔非有贤祖父，谁克着美于
前，今不有贤子孙曷可继美于后，有其举之，莫敢废之，继继绳绳，与吾士商相引勿替，是所望于向
井氏也夫。因为之记，并志捐金额数于碑阴。
　　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孟夏，驻扎长崎港正理事官四品衔内阁侍读余瓗谨撰并书34）”
　　光绪五年，上任次年，余瓗亲自谒拜长崎圣堂，行释奠之礼，以宣扬圣教。在看到孔庙“颓垣折桷，
庙貌无光”的破败情况后，余瓗决定对长崎圣堂进行修补。余瓗此举诚然是“因长崎前汉学教授向井达夫
之请，而与僚友士商集资助”，更是出于“两国素称同文之邦”“瞻仰圣庙不分畛域”，站在中日友好的立场
32）	长崎县教育会《中岛圣堂志》，（长崎县教育会，1936年）第13页。
33）	徐磊〈晚清首任驻日本长崎领事余瓗研究〉，（《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 4 期），90页。
34）	该碑现存于长崎兴福寺长崎圣堂遗构附近，尚未有书籍着录此碑，碑文为笔者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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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资对长崎圣堂进行修补。这是第二块碑刻撰写的来由。
　　余瓗在碑文中追溯长崎圣堂与中国商人渊源流长的关系，认为长崎圣堂的创建和发展，“皆得唐馆船商
之助，相与有成”，“有其举之，莫敢废之，继继绳绳，与吾士商相引勿替，是所望于向井氏”，言语中透露
出对向井氏能够继承祖业，振兴圣堂的期待。而余瓗携当时在长崎的中国士商一起捐助，可算是中国商人
与长崎圣堂关系的延续。
三　长崎圣堂的学风与中国文化的影响
　　长崎作为幕府的直辖地，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因此幕府方面十分重视其思想文化的发展状
况，长崎圣堂实际上成为普及儒学与教化的教育中心。随着幕府对儒学的重视，儒学走向兴盛，尤其是在
长崎地区，因为中国的商人来此贸易聚居，儒教文化与习俗显得格外兴盛。长崎奉行方面因势利导，规定
官方每年提供资金以作为地方民众在长崎圣堂学习之费用。后来随着入学生源的增多，特增加讲师的人数，
如天明八年长崎奉行水野若狭守为讲师，承担月次讲习，聘任儒学者高松南陵担任圣堂的助教，村岗武兵
卫担任讲释世话役，每月定日进行经书的讲释，后期设置汉学能力考核的相关考试，显现出重视汉学的倾
向35）。
　　长崎圣堂建立之初，向井元升站在神儒合一的立场，对基督教与佛教持批判态度，试图通过创建长崎
圣堂，讲习儒学，“崇圣道，正人心”。随着长崎圣堂的发展，愈加重视儒家学说的教化作用，“学之于校，
质之于师，家于孝，乡干弟。父母自顺，朋友自信，妇顺夫指，无一乱法，无一犯罪，贵也贱也长也，孳
孳循循，惟善之归，是其所以建学之意也”36），规定圣堂每月对公众开始讲解儒家经书。从向井元成的日记
来看，其任祭酒期间，所讲授的皆为儒家典籍，如《论语》、《孟子》、《大学》、《孝经》37），五代祭酒时还进
行过《大学之序》、四书五经的校对训点38），七代祭酒时除讲读儒家经典之外，还定期进行诗会39），第八代祭
酒向井兼哲曾赴江户昌平学问所学习朱子学，可见向井氏一家一直保持着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讲习。又据
记载，长崎圣堂的历任祭酒按例每月定日赴长崎奉行所公厅讲释儒家经典，可见向井氏一族也重视儒家学
问的资政教化作用。
　　正德迁庙之后，长崎崇福寺主持道本寂传（1664-1731年）所作《题长崎圣庙》一诗，其中有云：“几
时礼乐同诸夏，不负先师渡海来。”40）对长崎圣堂发扬儒教教化，继承中华礼乐充满了期待。长崎圣堂虽然
是从日本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学校体系，但是其建筑格局与祭祀风格，呈现出不同于江户时代藩校的独特
面貌，吸引了本土的儒学者前来游学参拜，进而影响到其他地方藩校。
　　长崎圣堂能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是由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一方面是
向井氏的双重身份，使其能够充分接触中国商人，对来自中国儒学文化与制度保持着主动吸纳和受容的态
35）	增田廉吉〈日本儒教と长崎归化唐人并长崎圣堂の活动〉，（《长崎谈丛》第24辑，1939年）， 1 -15页。
36）	朝仓元礼〈孔子堂记〉，（《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3页。
37）	〈元成日记〉，（《长崎圣堂祭酒日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0年）。
38）	〈元仲日记〉，（《长崎圣堂祭酒日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0年）。
39）	〈闲斋日乘〉，（《长崎圣堂祭酒日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0年）。
40）	道本寂传〈题长崎圣庙〉，（《长崎名所图绘》，1931年），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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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清朝的中国商人在礼拜长崎圣堂过程中，不断地对长崎圣堂进行扶植并施加影响，
努力使其与中国文庙制度保持趋同。因此可以说，长崎圣堂虽然在日本，但是已经成为中日共同守护的精
神庙宇。
　　本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先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岡隆二先
生与大阪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康昊同学惠賜相关研究文献和资料，特此感谢
